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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 16-17 日，中央召开了中央全面

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中提出了

“11个坚持”［1］。这是振聋发聩的“中国之治”，

是指引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新航程的思想灯塔。其

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公平司法，是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要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依法治国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法律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司法工作也

是做群众工作。一纸判决，或许能够给当事人正义，

但并不一定能够为当事人解开“心结”，“心结”

没有解开，案件也就没有真正了结。

司法实务中存在“主观”问题。如当事人的“主

观”意志无法认定、涉及“主观”的证据难以收集

或证据缺乏证明力等问题。这类问题若得不到有效

的解决，会使得案件的判决缺乏说服力，甚至产生

疑难案件或冤假错案，损害司法公正。也会导致当

事人无法深刻认识到其所作所为，难以解开其心结，

在日后难以回归社会等问题。为此，需要研究解决

上述问题的方法。换言之，此研究应用既有理论基

础又有实际价值。

一、“主观”面临的窘境

“主观”问题向来是查明真相中一大重点，查

［1］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

表重要讲话［EB/OL］．（2020-11-17）．［2020-11-19］．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0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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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主观”认定困难、缺少证据证明等问题困扰着司法界许久，是查明真相的重点，亦是查明真相的难点。

多起疑难案件、冤假错案就是因其“主观”模糊而造成的。为此，亟需一种解决“主观”问题的方法手段。

情状鉴定，作为日本的一种特殊的鉴定种类，重点关注当事人的主观因素，是解决“主观”问题的有效方式。

可是该鉴定方式在目前实践中存在许多问题，无法推广。恰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人工智能技术蓬

勃发展的时代，情状鉴定有望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在中国的土壤下生根发芽，更好地解决“主观”认定、

证据问题及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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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处所说“主观”证据并非主观性证据。在樊崇义，李思远所写文章《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中：

主观性证据是指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此处所指“主观”证据是指反映当事人主观的证据。

［2］樊崇义，李思远．刑事证据新分类：客观性证据与主观性证据［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17（1）：84-88．

［3］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款。

［4］杨宗辉．侦查学总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

［5］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2020-11-17）．［2020-11-19］．

http://www.gov.cn/xinwen/2020-11/17/content_5562085.htm.

［6］以往办案中，侦查人员往往忽视作案前的主观因素，未采用刑事一体化的预防犯罪观和社会矫正观，单方面注重打

击犯罪，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做法。故应该加以完善，树立一种系统观，从而实现更好的效果。

［7］朱孝清．冤假错案的原因和对策［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2）：3-9．

明了当事人的“主观”问题，案件的部分真相便会

水落石出，使得案件的判断理由更加充分，当事人

对于案件的纷争便会减少，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定分

止争作用。但是“主观”问题也是查明真相中的难点，

实践中，“主观”内容通常只由案卷材料或当事人

供述反映，容易使司法在“主观”问题上倾向“供

述中心主义”，导致疑难案件或冤假错案的产生。

（一）侦查中“主观”［1］［2］证据的窘境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

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

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3］。在

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通常会关注案件存在的几大

要素，包括时间要素、空间要素、人员要素、事件

要素（案件性质）、物品要素等，并以此为中介，

搭建起人和案之间的关系，构建由人到案、由案到

人以及由案到案的侦查途径［4］。在实际办案中，

侦查人员办案多重视取证，通过收集证据以实现查

明案情的工作目标。在这一侦查过程中，反映犯罪

痕迹的客观性证据往往是侦查人员的取证重点，在

现场勘查中搜集、分析肉眼可见的证据，有利于回

溯整个案件。这一侦查过程通常能够查明犯罪行为

的客观表现形式以及犯罪轨迹，对重现犯罪的外在

表现形式是有极大帮助的。但是，看似模式化、规

范化的侦查过程为何还会产生疑难案件和冤假错案

呢？抛开侦查人员行为不规范等原因不谈，造成疑

难案件和冤假错案的另一大原因就是证据收集的不

完备。其表现就是反映作案人、犯罪嫌疑人“主观”

因素的证据较少。即对侦查情势的主观因素重视程

度不够。但是这种情况并非侦查人员本身的过错而

形成的，而有其特定的原因。申言之，对作案人、

犯罪嫌疑人“主观”证据收集的不完备是侦查人员

的过失、侦查死角［5］而非故意。

对作案人、犯罪嫌疑人的主观也要做特定语境

式理解，为了避免产生疑难案件和冤假错案，需要

在侦查时面面俱到，把握全方位的细节信息，方能

使得侦查工作的结果趋于客观、真实。对于主观因

素，狭义上的理解一般是作案人、犯罪嫌疑人作案

时的主观因素（物欲型犯罪、性欲型犯罪、情感型

犯罪、信仰型犯罪等）、作案后的主观因素（配合

侦查、逃避侦查等）。广义上还应包括作案前的

主观因素（犯罪主观源头、犯罪行为主观形成过

程）。为使得侦查工作把握全方位的细节信息，

保证其结果趋于客观、真实，在此应对主观因素

取广义理解［6］。在此特定语境理解下，应注意三

大问题：（1）证明作案前主观因素的证据通常不

在犯罪现场；（2）证明犯罪主观形成过程的证据

是间接证据，需要彼此形成闭环的证据链证明，收

集较困难；（3）侦查讲求时效性，注重时机的把

握，收集大量证据可能会使得侦查错失良机。因此，

此类“主观”证据的收集存在障碍。然而，为了避

免疑难案件和冤假错案产生，有必要确保全面收

集、认真审查证据［7］，这也是侦查取证工作的应

有之义。当然，对于证明作案人、犯罪嫌疑人的主

观因素的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还有待讨论，因为不

论是司法鉴定实务中的测谎还是侦查工作中的犯罪

心理画像，都因其准确性而受到应用采纳层面上的

质疑。倘若法庭采纳此类意见，那么有可能会带来

一系列消极的连锁反应，例如将大量证明犯罪嫌疑

人具有良好品行的证据材料引入法庭举证质证，可

能会助长品格证据入法庭的风气，浪费大量司法成

本。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我国目前并未采用品

格证据。此外，众多学者认为侦查措施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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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制约或在现有机制上更好地取证。但无论是

制约型为主的侦查行为还是调查取证为主的侦查行

为［1］，重视行为人、犯罪嫌疑人主观情势，收集

其主观证据，都可以达到制约侦查行为和更好取证

的目的［2］。

司法实践中，因未全面收集、认真审查证据而

导致疑难案件、冤假错案大量存在，一大特征是没

有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

所谓证据确实充分，就应当将全面性的证据意识贯

穿于侦查工作中，既要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

据，又应收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既要收集

证明犯罪嫌疑人得如何实施犯罪的证据，也应收集

犯罪嫌疑人为何实施犯罪的证据。这其实是一种注

重关联性的证据意识，亦是一种现代侦查工作的侦

查模式之所在。这并不是痴人说梦，而是基于目前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状况及应用状况所

提出的［3］。由此可见，关联证据在司法领域大有

可为。当然，重视关联证据亦能防止疑难案件、冤

假错案的产生。以呼格吉勒图案为例，若当时办案

机关不只关注死者身上的 DNA 和一些现场遗留的

客观性证据，还关注到呼格吉勒图的犯罪动机及产

生过程等“主观”证据，那么证实犯罪的证据不会

轻易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可能还会补充侦查取证，

避免冤假错案的产生。

( 二 ) 司法判决中的“主观”与实践错位

1．刑事领域

目前刑法学界对于犯罪构成论存在许多种观

点，包括四要件的犯罪构成体系、三阶层的犯罪论

体系、二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等。但哪一种观点，都

离不开对犯罪主观因素的研究。这一点，在刑法适

用上尤为明显。如果能够准确把握犯罪主观因素这

一点，那么就会减少许多具有社会争议性的法律判

决甚至是冤假错案。以 2018 年 8·27 昆山持刀砍

人案［4］为例，当年此案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

注，最终判决当事人于海明构成正当防卫。但该判

决得到了部分人的反对。该案存在两大焦点，一是

于海明在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二是

于海明的防卫是否过当。此二者都涉及双方当事人

的主观因素，关于于海明正当防卫时不法侵害是否

正在进行这一问题，虽然从录像上看持刀砍人者刘

某行凶不成而脱离现场，但应结合刘某的主观因素

分析其是否想要继续行凶，也要分析于海明在当时

的心理状态是出于恐惧抑或泄愤。如果综合考量这

些因素，并在法庭呈现，将使得判决更有说服力。

除了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需要考虑到主观因素

外，当事人主观存在争议的案件诸如强奸罪中受害

人意志的认定等问题，也需要考虑主观因素。当然，

法院最后的定罪、量刑等也应考虑到相对确切的主

观因素，如此方能使得判决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基本

原则。

2．民事领域

民事领域中，由于主观因素的模糊性和不确定

性，民事纠纷的争议焦点往往是主观因素的认定。

争议双方各持己见，故而要通过举证质证等方式印

证争议双方的观点，这一过程的实质是解决双方的

主观认定问题。因为客观事实只存在一个，而争议

双方就一个事实有完全相反的说法，在逻辑上是矛

盾的，必有一真一假。因此，民事纠纷所需解决的

就是争议双方主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如果存在

相应的证据，则可以根据证据来判明案情。但如果

存在没有证据、证据缺少证据资格、证据证明力过

低等问题，则民事纠纷就会陷入僵持，或产生具有

争议性判决、或案件久拖不决，浪费大量诉讼成本。

例如轰动一时的 2006 年南京彭宇案［5］，案件中双

方各执一词，争议在于被告与原告是否相撞，案件

中只存在言词证据和间接证据。根据证据法的客观

证据规则，若案件只存在言词证据和间接证据，是

不能够认定案件事实的。此案中，法院的判决明显

是违背证据法理念的。除此之外，该判决是通过个

人的经验来判断的，存在主观臆断倾向，不具有社

［1］吴桐．侦查措施分类的逻辑转向与改革进路［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2）：

40-47．

［2］原因在于对主观证据的收集一方面可以保障侦查

机关取证的全面性，起到了间接规范作用，从而产生制约

效果。另一方面可以确保证据的多样性，有利于不同证据

从不同角度证明案件，达到较好的取证效果。

［3］有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证据一大特征便是其关

联性。笔者同意此说法，原因在于当代数据挖掘等技术的

发展为挖掘关联证据提供了技术支持。

［4］检例第 47 号。

［5］案号：（2007）鼓民一初字第 2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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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说服力。因此，此案直到现在还存在争议。但是

在该案中，若能够证明争议双方的主观因素，查明

双方具体的主观心态，此案就不会存在诸多争议之

处。申言之，在一个民事纠纷中查明双方的主观因

素是解决纠纷的重要手段。

二、问题的解决——情状鉴定的引入

解决上述关于“主观”的一系列问题的关键，

在于释明犯罪嫌疑人的内心世界。一旦掌握犯罪嫌

疑人的犯罪动机、心路历程、犯罪过程的主观活动

等主观因素，便会使得“主观”证据的获取具有操

作性，进而有利于主客观证据相互印证，更好地达

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效果，以期通过证据无限趋近司

法判决的客观、中立结果。

（一）情状鉴定及其作用

情状鉴定是日本司法鉴定的一种特殊的鉴定类

别。也可以说是英美法系“判决前调查”制度的一

种替代，或可称为“判决前调查”制度在日本的一

种应用形态。情状鉴定的内容是情状，日本学者上

野正雄教授认为情状分为犯情和狭义上的情状。犯

情指直接或间接犯罪事实内容的案情，如犯罪行为

目的、动机、手段方法、计划的有无等。狭义的情

状是指被告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性格、行动

倾向等［1］。情状鉴定的鉴定人不仅限于医师，还

涉及多种职业，所涉及的学科包括犯罪学、精神医

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情状鉴

定的委托内容通常是事实无争议、责任能力等基本

问题无争议的一些事项，此与我国的司法精神病鉴

定有所不同［2］。森武夫教授认为情状鉴定的委托

内容既包括精神状态也包括心理状态。具体委托事

项包括智力水平和性格，成长过程、生活史，家庭、

成长环境，犯罪动机、原因、犯罪经过，心理特性、

精神状态，处置参考等，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精

神医学等各方面，委托事项既有单一领域也存在交

叉领域［3］。情状鉴定的目的多是为法院审判量刑

提供参考。尤其是日本引入陪审员制度后，不具备

专业知识的陪审员在面对复杂犯罪动机等的疑难案

件时，短期审理下无法理解案情、不易作出适当的

量刑判断，此时，情状鉴定的引入有利于量刑判断

的客观、中立化。也有学者提出情状鉴定的服务对

象是被鉴定人，其目的是治愈被鉴定人的心理创伤，

以帮助其在日后更好地回归社会［4］。另外，兼头

吉市教授认为情状鉴定就是以诉讼原因事实以外的

情况为对象，为了决定法院量刑即对于被告人的处

理方法，而以必要知识提供帮助的鉴定［5］。情状

鉴定与其他鉴定不同，情状鉴定一般与诉讼事由无

关，而其他鉴定一般与诉讼事由相关，情状鉴定在

目的、对象、方法等方面较为独立［6］。简言之，

在司法上，情状鉴定就是为了辅助量刑判断或社会

矫正而研究被告人内心的一种方法［7］。需要注意

的是部分情状鉴定虽然是被告人要求委托的，但不

能倾向于被告人，而要做到客观、中立。

情状鉴定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一在于情状鉴定

提供能够证明犯罪嫌疑人“主观”的证据，完善了

传统证据体系，解决了以往难以证明犯罪人“主观”

的难题；其二在于情状鉴定提供的证据作为一种参

考资料，不仅可以帮助侦查机关查明案情，收集证

据，抓获犯罪嫌疑人，还可以帮助司法审判实现较

为妥当的量刑判断，促进量刑透明、可视化，大大

减少疑难案件、冤假错案的出现概率；其三在于情

状鉴定可以为鉴定人和被鉴定人搭建一座沟通的桥

梁，通过语言沟通等方式让被鉴定人吐露真实想法，

帮助被鉴定人理解其犯罪动机产生的原因、自身经

历对犯罪行为的影响、矫正可能性等方面的内容，

治愈被鉴定人的心理创伤，使得其真正意识到所犯

［1］［日］上野正雄．情状鑑定について［J］．法律

論叢，2006，78（6）：283-288．

［2］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类似于日本的精神鉴定，都

属于诉讼中所常用的鉴定方式，目的也基本一致，都是为

了确定被鉴定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问题，包括刑事责任

能力的有无等。

［3］［日］森武夫．情状鑑定について：実務経験か

ら［R］．専修大学法学研究所紀要，2011，35．

［4］［日］谷口（藤本）麻起子．情状鑑定の目的とは—

誰のための情状鑑定か［J］．聖泉論叢，2019（27）：101．

［5］吴桐．侦查措施分类的逻辑转向与改革进路［J］．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2）：

40-47．

［6］［日］上野正吉，兼頭吉市，庭山英雄．刑の量

定と鑑定［J］．刑事鑑定の理論と実務，1977：114-128．

［7］［日］山田早紀，脇中洋，村山満明，等．供述

分析と情状鑑定［J］．法と心理，201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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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的严重性，由内而外地进行悔改，从而更好地

回归社会；其四在于情状鉴定的意见通常涉及被告

人的自身经历、心路历程等情形。研究被告人的亲

身经历与如今实施犯罪之间存在的关系，并借助舆

论力量宣传，有利于帮助育人父母、教师等审视自

己的教育方式，在社会上营造有利于人们健康成长

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情状鉴定存在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情状鉴定并非十全十美，在试

图将其引入至我国应用之前，应重点考虑其存在的

问题。目前就情状鉴定在日本的使用情况来看，情

状鉴定存在以下问题：

1．准确性程度不高

首先，情状鉴定需要涉及的学科门类较多，涉

及面较广，不仅涉及心理学学科内容，还涉及精神

病学、社会学、临床医学等众多学科内容。日本学

界通说认为，情状鉴定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心理学、

社会学等各学科的综合融通，以查明案件的情状，

从而为量刑提供参考。在这种大而广之的学科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针对一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往往无法

做到专业纵深，只能达到形式上的一种结果。如此

求广不求深，缺乏科学研究的严谨性。其次，情状

鉴定本身是一种倾向经验研究的活动，其理论基础

多是未达到科学程度的提炼总结后的经验，其鉴定

的内容也多是通过经验进行的。例如在对故意杀人

案被告人的鉴定中，鉴定人需要通过对被告人的各

方面表现进行观察、判断，这一观察、判断其实就

用到了经验分析的方法。而这种经验因其不具备可

证伪性、可重复性和体系性，不能称之为科学，其

准确性也大打折扣。最后，情状鉴定是一种动态的

过程，在这一动态过程中，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

被告人本身就具有不确定因素，包括其虚假供述、

隐瞒真相、提供虚假鉴定资料等因素。这一系列不

确定因素的任一种情况都可能导致鉴定意见出现错

误。除了被告人本身的不确定因素外，鉴定人自身

也存在不确定因素，包括其鉴定时的状态、鉴定过

程中与被告人的交流状态、语言水平、技术水平、

控场能力等，都会对鉴定意见产生影响。此外，情

状鉴定过程中还存在着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比如鉴

定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事件、鉴定过程中氛围情况等。

总之，在日本，由于情状鉴定的准确性程度较低，

其自身作为证据的证明力也存在争议，一般情况下，

情状鉴定的鉴定意见都是作为辅助参考资料而提交

法庭。

2．地域特征明显

情状鉴定是日本的一种较为特殊的鉴定方式，

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应用至今。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鉴定方式与日本国情密切相关，对情状鉴定的

重视体现了日本人的一种“细节”文化，善于捕捉

人的内在情感等细节特征而做出相应的对策，这种

文化也体现为“工匠”精神。其次，日本适用的是

较为特殊的司法制度，其司法审判中存在着诸如量

刑和事实认定的区分不明等多种问题。在司法鉴定

方面，日本并不发达。日本并没有设立专门为了诉

讼或司法服务的鉴定组织，也没有制定有关司法鉴

定人员资格的法规，至于具有什么样资格的人进行

司法鉴定，完全由当事人委托或法官判断［1］。且

司法鉴定实务上存在多头鉴定、管理混乱、人员专

业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情状鉴定有

其应用前景。自日本引入陪审员制度后，审判人员

人数从 3 人变为 9 人，陪审员多不具备专业知识。

为了适应陪审员制度，帮助陪审员在较短的审判时

间内理解案情、被告人的犯罪主观因素等，情状鉴

定便有了大量应用空间，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这

一发展离不开陪审员制度的引入。当然，情状鉴定

的使用与日本的侦查构造也是密不可分的。日本侦

查采用公诉准备说这一理念，侦查主体包括警察和

检察官，实行检警一体化。警察和检察官为了控诉

犯罪相互配合，导致日本控诉犯罪的力量较为强大，

而辩方力量则相对较小。为了实现控辩审平衡，情

状鉴定的引入也可以缓解司法中的不平衡状态，提

高辩方的力量和地位，保障司法程序客观、中立，

从而更好地助推司法活动的有序开展。

3．配套设施不完善

在日本，律师委托情状鉴定的情况下，通常使

用拘留所的面谈室进行面谈，面谈室会在鉴定人和

被鉴定人之间设置一块遮挡板，律师、拘留所工作

人员同时在场。此种情况下，鉴定人难以通过面谈

详细观察到被鉴定人表情、声调、心理状态等状况。

［1］王云海．日本司法鉴定制度的现状与改革［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6）：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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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人与被鉴定人家人的面谈通常会借用法院面谈

室、律师事务所、心理临床面谈室等进行。此外，

鉴定人在对被鉴定人家人进行家访时可以直接在其

家庭进行面谈［1］。诸此种种，情状鉴定的配套面

谈场所并非是专业的、规范的，而属于一种随意的状

态。这些非专业的面谈场所的布局构造可能会对被鉴

定人及其相关人员产生不良影响，从而影响情状鉴定

的效果。当然，情状鉴定的相关仪器设备也并不专业。

在日本，由于情状鉴定发展时间较短，受委托案源较

少，且涉及学科内容多，其配套的仪器设备多是精神

鉴定或是临床心理所使用的仪器设备，通常不具备单

独针对情状鉴定的综合多样化的仪器设备。因为情状

鉴定所涉及的仪器设备并非是一门学科所能囊括的，

还要关注多门学科，需要投入大量仪器设备的成本，

从效益的角度讲，情状鉴定所产生的收益并不能支撑

前期所需投入的大量成本，因此会导致情状鉴定的配

套仪器设备或不齐全或不更新，这同样不利于情状鉴

定的精准化。另一方面，日本情状鉴定的鉴定人资格

并无法律法规规定，导致情状鉴定的从业人员素质参

差不齐。其中，包括鉴定人的业务素质参差不齐，一

些专业能力低下的人也会开展情状鉴定，拉低了情状

鉴定结果的准确性。也包括鉴定人的道德水平参差不

齐，一些鉴定人为了利益不惜违背客观、中立的原则，

作出虚假鉴定意见，谋取私利。甚至包括鉴定人的法

律水平参差不齐，一些鉴定人不遵守法律规定，在接

受委托、鉴定过程、作出鉴定意见中实施违法行为，

背离鉴定初衷。此外，在日本，虽然随着陪审员制度

的引入，委托情状鉴定的案件数量日趋增加，但总体

而言，情状鉴定的社会关注度并不高［2］。许多日本

民众缺乏情状鉴定意识，往往意识不到情状鉴定对案

件的有利影响甚至不了解情状鉴定的内容和作用，常

常在审判中选择性忽视掉情状鉴定。这其实也是情状

鉴定配套设施（舆论力量）不完善的一种体现。

三、情状鉴定的改造构想

尽管情状鉴定存在许多小问题，但是其构想和

张力却可以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大问题，故有必要将

其引入我国摸索试点。然而情状鉴定作为日本的一

种特殊司法鉴定种类，是日本国情下的产物，并不

一定适应中国的土壤，照搬照抄可能会导致“水土

不服”。因此，不能搞“拿来主义”，而应对其进

行适当的改造，使其更好地为我国社会的发展服务。

（一）人工智能辅助情状鉴定提升精准度

现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迈向人工智能时代。在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等技术的加持下，人类文明

即将迈上新台阶。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愈加宽广，

其作为工具所创造的价值也愈加值得研究。其中，

人工智能技术在经验知识领域的价值，值得人们重

点关注。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我们可以得知，人类

是在原始的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现“科学”的。

而人类的经验至“科学”这一过程却需要大量的时

间积累。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尤其是其数据挖掘

和自主学习等技术的广泛使用，使这一时间大大缩

短。情状鉴定实则是运用了多种学科思想以及人类

知识、经验而进行的一种专门活动，其中，特别注

重对于经验的运用。因经验尚不足以称之为科学，

故情状鉴定的鉴定意见往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为

了提升情状鉴定的精准度，使情状鉴定“大有可

为”。有必要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情状鉴定进行辅

助使用，与精神病学、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

学科进行融通研究，提升情状鉴定方法的专业性，

促进情状鉴定科学化。

具体而言，首先，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助推其理

论基础、方法科学化。收集心理学、精神病学、犯

罪学、社会学等学科中所涉及的大量数据，建立相

关学科数据库，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这些数据进行

深入挖掘，数据碰撞，比对分析。在各自的学科领

域内设计学科内不同内容的算法，将数据与算法结

合，通过人工智能的自主学习功能，找出相对稳定

的“规律”，沿着这个“规律”进行不断的实验、

试错，并通过概率学方法研究其概率大小，最终找

到一个结果准确概率相对较大的普适性的“规律”。

将此“规律”编制为算法嵌入至相对应学科的仪器

设备中，在实践中引导相应学科的实践工作。其次，

将学科“算法”融通应用于情状鉴定实践中。此阶

段便是将前期研究形成的各学科“算法”进行综合

［1］［日］山田麻紗子．犯罪心理鑑定（情状鑑定）

の調査技術に関する一考察─家庭裁判所調査官調査の意

義と調査面接導入過程に焦点を当てて─［C］．日本福祉

大学子ども発達学論集，2013：77．

［2］［日］上野正雄．情状鑑定について［J］．法律

論叢，2006，78（6）：283-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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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针对情状鉴定中所需面对的交叉性问题，可

以寻找学科“算法”与“算法”之间的交叉点，从

而解决交叉性问题。最后，在鉴定过程中利用好人

工智能技术。须在鉴定前将被鉴定人的各项生理指

标“分解”为数据，将被鉴定人视为一种人形“大

数据”。而后在鉴定过程中通过人工智能仪器设备，

检测其数据异常情况，从而捕捉异常数据，进行有

针对性地分析，并输入至事先设置好的算法输出相

应结论。由此，可提升情状鉴定的精准度。当然，

目前仍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还未达

到百分之百准确的程度，因此也不能盲目相信人工

智能的作用。要认清其是作为一种辅助工具而存在

的，情状鉴定的鉴定人是主体，最终的鉴定意见还

需要鉴定人综合多种因素来确定。

（二）对情状鉴定进行中国本土化改造

1．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接轨

情状鉴定在日本引入陪审团审判制度后得以快

速发展，目的之一便是帮助陪审员更好理解案情，

从而得出较为客观、中立的量刑判断。而我国采用

的是中国特色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一制度被视为

在司法领域践行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实现司法

民主的主要制度［1］。在我国，司法的目的就是为

了人民。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强

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2］。

情状鉴定有利于被告人理解自己的犯罪行为产生过

程，有利于正确认识自己所实施的犯罪，从而进行

忏悔、改正，并能够帮助其在日后更好地回归社会。

简言之，该鉴定既有利于被鉴定人理解自身行为，

又有利于社会其他成员的安居乐业，是一件于人民

有利的选择。所以，应关注该鉴定的应用前景，实

现情状鉴定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接轨，其衡量标准

就是情状鉴定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中是否实现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理念。

2．实现情状鉴定刑事一体化

在日本，情状鉴定往往集中于法庭审判前后，其

产生的效果是十分有限的，有必要延长其适用范围，

在刑事程序中全面应用情状鉴定这一方法。这就要求

情状鉴定需要“刑事一体化”的视角［3］。注重宽严

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罚之中的运用，使人民法院的判

决做到罪责罚相适应。将犯罪矫正作为刑事程序目的

之一，刑事司法不仅控诉犯罪还要具备社会责任意识，

与其注重被告人是否应受惩罚，不如更加重视其日后

通过矫正而重返社会、回报社会的可能性。此外，还

要注重情状鉴定作为刑事整体的一环而对社会的教育

意义，通过宣传情状鉴定的特殊案例等措施，消除社

会负能量，弘扬社会正能量。

3．重大案件启用机制

目前的刑事司法可以说从精密司法转为了核心司

法。精密司法是指侦查员通过大量时间调查制作大量

且精密的侦查案卷，审理时通过案卷进行审判的司法。

核心司法是指审判阶段仅明确案件的核心部分，而抛

去细枝末节的内容，核心司法是一大发展方向。但其

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在不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动机等情

况下就进行审判。这的确可以帮助提高法院的审判效

率，对于广义上的司法而言是一种优势所在，毕竟实

践中法院数量、审判人员数量与案件的数量是不相匹

配的，现实基层法院法官的判案压力非常大，还容易

产生缠诉等恶性纠纷。就在2020年 11月 17日，哈

尔滨双城区一名法官就遭到当事人的报复杀害而不幸

去世。当然，法院审判案件多为民事审判，刑事审判

较之于民事审判数量少，且并不集中于基层法院，因

此，可以考虑制定采用在较严重的刑事审判中引入情

状鉴定等方法的机制。

4．情状鉴定配套设施

若想实现对情状鉴定的成功改造，还需要组织

专家学者撰写相应的教材，完善其相关技术规程、

法律规定。除此之外，还应完善情状鉴定的配套仪

器设备，做到广而全，并实时更新。最后，应注重

培养一批开展情状鉴定的专业鉴定人员，对鉴定人

资格进行相应规范，定期进行培训，进行情状鉴定

试点实验，并建立鉴定案件定期反馈机制，实现实

时反馈。在此基础上，还可设置情状鉴定人专家库，

让情状鉴定更好地在中国土壤生根发芽，保障人民

安居乐业。

（责任编辑：熊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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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ization of Situation Identification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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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fficulty of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lack of evidence have plagued the judicial circle for a 

long time. It is the focus of finding out the truth, and it is also the difficulty in finding out the truth. Many difficult 

cases, unjust, false, and wrong cases were caused by their vagueness. For this reason, a method and means to solve 

the “subjective” problem is urgently needed. Situation appraisal, as a special kind of appraisal in Japan, focuses 

on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the parties an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subjective” problem. However, 

this identification method has many problems in current practice and cannot be promoted. At the time when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re booming, situation 

identification is expected to take root and sprout under the soil of China combined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better solve “subjective” identification, evidence issues and other issues.

Key words: Subjective; Situation identifi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